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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中民众责任归因的心理需求与应对* 

解晓娜  张  跃  郭永玉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突发事件发生后, 通过责任归因对事件原因和责任归属进行推断是民众心理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民众心理需要来看, 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感驱使个体寻找事件的解释来实现认知闭合, 控制感的不足则

会让个体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秩序性, 这两种需要也是事件中阴谋论传播和替罪羊效应的心理基础。相应地, 

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组织主体, 也应当基于民众的心理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来重塑组织形象和民众的

信任, 避免责任规避带来的负面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心理学视角补充整合性的实证证据, 对突发事件

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 关注责任归因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变量之间的联系, 以及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有效应对

措施。 

关键词  责任归因, 心理需要, 控制感, 不确定感, 应对策略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近年来, 现实生活中的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以

下简称突发事件)频繁发生, 其中既有地震、台风

等自然灾害, 也有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等与人为因素相关的事件。而在突发

事件发生后, 除了进行应急处置, 尽可能将事故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 人们还关心的是, 事件为

什么会发生, 是哪些机构或个人导致了事件的发

生？并进一步对责任主体施以相应的惩罚和处理

(如, Arceneaux & Stein, 2006; Chang et al., 2016; 

Cheng et al., 2017)。即使是自然灾害事件, 也会涉

及到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责

任问题。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本溯源, 避免同类事

件再次发生; 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民众的一些基本

心理需求。 
与个体行为的责任归因不同, 突发事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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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政府、企业等组织主体, 责任归因的结果

又会对其与民众的关系产生影响 (Ma & Zhan, 

2016)。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对, 是政府社会治理

能力的重要体现(许燕 等, 2020), 如果政府的应

对不能满足民众心理需求 , 或者由于信息不充

分、多方责任推诿等造成民众的责任归因困难或

混乱, 还会造成更严重的舆论困境甚至冲突。但

目前尚未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突发事件中的民

众责任归因进行系统探讨。厘清责任归因背后的

心理需要, 不仅有助于解释民众在突发事件中的

行为表现, 更有助于政府等责任主体在事件后采

取恰当有效的应对策略。 
基于此, 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出发, 首先对突

发事件中的责任归因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然

后围绕民众在突发事件中进行责任归因的心理需

要展开, 提出缓解不确定感和维持控制感两种核

心的心理需求 , 并对阴谋论信念的传播和“替罪

羊效应”这两种典型的行为表现进行解释。在此基

础上, 以是否满足民众的心理需要将责任主体应

对策略划分为消极和积极应对策略; 基于不同阶

段民众的心理需求, 进一步为政府等组织在突发

事件中正确应对民众的责任归因提供了建议; 最

后从心理学研究和社会现实角度对未来研究提出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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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众的责任归因及心理需求 

2.1  突发事件中责任归因的概念 

归因(attribution)是指个体对某一事件或行为

结果的原因的知觉, 它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

主题 , 已经发展出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 (Shaver, 

2016)。但当面临突发事件时, 一般性的围绕因果

关 系 的 归 因 理 论 似 乎 并 不 能 完 全 解 决 问 题

(Fincham & Jaspars, 1980)。以交通事故为例, 某个

司机驾车撞上了行人, 从因果关系来看, 似乎是

司机的驾驶行为直接导致了事故的结果, 但是涉

及到事故责任的时候, 往往还要考虑到行人本身

是否有过失、当地交通管理是否存在疏漏等。因

此, 研究者针对消极事件发生后, 对其责任的知

觉、判断、态度、以及责备和惩罚过程, 提出了

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Chaikin & 

Darley, 1973; Rickard et al., 2017)的概念。 
心理学中对行为的责任归因讨论可以视为将

归因研究与责任推断相结合的研究领域, 关注的

是对失败行为结果的归因和有关行为责任的推断

(Fincham & Jaspars, 1980; 张爱卿, 刘华山, 2003), 

其中包含对责任主体应当为事件后果承担多少责

任的认知(Chang et al., 2016); 也有研究者提出, 

对事件进行责任归因的过程为：事件结果—原因

确定—责任推断—责备—惩罚(Weiner, 1995); 因

此, 心理学视角下的责任归因可以认为是包含了

原因知觉和责任推断两个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将突

发事件界定为“突然发生 ,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

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

事件”。该定义中强调了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 其

他关于突发事件的研究中, 也有许多关注应急管

理(如, 薛澜, 钟开斌, 2005; 李雪峰, 2020)。因此, 

除事件本身外, 对应急处置的责任推断也应属于

责任归因的范畴。 
综上, 基于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将突发

事件中的责任归因界定为：民众对事件的原因推

断及发生和处置过程中涉事主体责任评估的认知

倾向和态度。 
2.2  民众责任归因的心理需求 

对于一般性归因的动机, Heider (1958)认为, 

每个人都是朴素的心理学家, 试图通过对行为或

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解释来理解日常生活。而当

面对消极事件时, 人们会比面对积极或中性事件

时更敏锐 , 产生更强的反应 (van Berkum et al., 

2009)和责任归因动机(Malle et al., 2014)。即使真

实原因比较模糊的情况下, 人们依然会对事件做

出责任归因(Weiner, 1995)。最早研究突发事件中

责任归因的 Walster (1966)指出：如果把事件看做

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模糊情境的结果, 消极后果就

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而这会带来巨大的精

神压力。也就是说, 个体为不幸事件寻找责任归

属是一种保护机制, 这让我们相信, 如果个人或

群体能够确定事件之间的关系, 并对情境产生控

制, 灾难就可以避免。因此, 突发事件后个体需要

责任归因; 而责任归因的目的和心理意义在于满

足 缓 解 不 确 定 感 (uncertainty) 和 维 持 控 制 感

(personal control)的需要。其中, 确定感更加侧重

于未来的可预测性和对因果关系的解释, 而控制

感更加侧重自身对结果能够产生影响 (van den 

Bos & Lind, 2002)。 
2.2.1  缓解不确定感 

不确定感是个体行为动机系统非常重要的部

分(Hogg, 2007)。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和危害性往往

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感(Afifi et al., 2012; 

Dovers & Handmer, 2012),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 , 

民众社会心理的多个方面都受到了不确定的冲击, 

包括了存在不确定、经济不确定、社会政治不确

定和对文化价值观的不确定 (Rosenfeld et al., 

2021)。人们有对所处世界感到确定的基本需要, 

太多的不确定会威胁到个体存在的意义, 给个体

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甚至影响身心健康(Bailey 

et al., 2009), 因此人们会产生一种消除不确定感

或者设法使之维持在可控水平的动机(Hirsh et al., 

2012, van den Bos & Lind, 2002)。 
缓解不确定感的动机会驱使个体去寻找信息

来实现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 也就是说人

们会更加想要找出问题的确切答案(Berenbaum et 

al., 2008)或者导致不幸结果的原因(Kofta et al., 

2020)。而通过责任归因, 人们可以得到对突发事

件为什么会发生的解释, 让此类情境重新变得可

以预测, 从而缓解不确定感。基于不确定管理理

论的研究也发现, 当人们处于不确定的情境中或

不确定感升高时, 往往会更加关注和重视公平性

(van den Bos, 2001), 从而去寻求与事件责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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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突发事件中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的传播

即是通过责任归因来缓解不确定感的表现。阴谋

论是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归因为由强大且恶

意的群体或组织密谋实施的说法 (茆家焱  等 , 

2019)。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尤其是事件的原因尚

不明确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阴谋论的流行, 甚至

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后也曾出现过核试验等阴谋论

观点。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 阴谋论可以

提供一种简单清晰的解释框架, 来帮助人们理解

外部世界, 实现认知闭合、减少认知上的不确定

性 (Douglas et al., 2017; Leman & Cinnirella, 

2013)。因此当消极事件没有得到官方或者权威性

的解释时, 人们会更加相信阴谋论, 以新冠疫情

早期为例, 各种版本的阴谋论在民间舆论场大肆

传播, 在对病毒的了解还比较有限时, 将责任归

因于阴谋, 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确定感, 进而缓

解人们的焦虑等消极情绪。 
2.2.2  维持控制感 

维持控制感, 即对自身可以有效控制环境的

知觉, 也是人们的一种基础性需要(Landau et al., 

2015)。但当面对突发事件的消极后果时, 人们的

这种控制感不可避免受到威胁。比如, 面对新冠

病毒, 即使自身做了防护还是有可能感染, 这一

结果并不完全由自己来控制。根据补偿性控制理

论, 在丧失控制感的情境下, 人们的认知、态度和

行为都会发生变化, 并通过增强自身控制或借助

外部控制等各种手段来进行补偿 ( 白洁  等 , 

2017)。同时, 人们的秩序需求(need for structure)

会增加, 即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和秩序性, 

以此来显示环境还是稳定安全的, 来补偿控制感

的缺失(Landau et al., 2015)。尤其是在社会情境中, 

个人控制无法满足对秩序的需求, 会采用其他认

知或行为的策略来给自己提供一种主观的秩序感。 
责任归因正是一种可以为个体提供控制和秩

序感的有效认知策略。人们只有了解了事件和行

为变化的原因, 才能理解这个世界, 预测世界的

变化, 从而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实证研究也发

现, 在死亡提醒的情境中, 被试的秩序需求越高, 

就会越倾向于为悲剧事故寻找因果证据 (Landau 

et al., 2004)。此外, Kay 等人(2008)通过对世界价

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公众的控制感越低, 

就会越强调政府的管控责任。因此, 突发事件发

生后, 责任归因可以作为满足民众秩序需求的一

种途径 , 来补偿控制感的缺失; 同时 , 责任归因

可能会导致对过错方的追责和惩罚, 从而让民众

感知到可控性。 
由于维持控制感的需要, 在进行责任归因时

会出现“替罪羊效应” (scapegoating), 即在消极事

件发生后, 对特定个体或群体进行过度的责任归

因(Rothschild et al, 2012)。对于突发事件中的受害

者或旁观者而言, 与归因于不可抗力或偶然性因

素相比, 将事件责任归因于特定个体或群体会让

人相信世界还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 同

时还提供了一种恢复控制感的方法：对替罪羊进

行责备或者惩罚(Glick, 2005)。在 Rothschild 等人

(2012)的研究中 , 面对环境破坏事件 , 处于控制

感威胁情境下的被试比无威胁的被试对责任主体

做出了更多的责任归因, 个体的控制感在其中起

中介作用; 而如果通过其他信息来给控制感威胁

情境下的被试提供控制感的修复, 他们的责任归

因则与无威胁情境下的相当。 
总之, 突发事件凸显了缓解不确定感和维持

控制感的心理需要, 进行责任归因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认知闭合需求和秩序需求, 帮助个体将

不确定感和控制感维持在合理的水平。而突发事

件的责任归因中对确定感和控制感的需求, 其本

质则是个体对意义和安全感的需要。根据意义维

持模型的观点, 人们需要通过意义系统来理解和

应对所处的环境, 而不确定感和控制感缺失是两

种对意义系统的威胁, 都会引起个体的生理厌恶, 

从而使个体采取补偿行为来维持意义(Heine et al., 

2006)。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身体或心理危险(或

风险)的预感, 以及个体在应对时的有力或无力感, 

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控制感(丛中, 安莉娟, 2004; 

刘玲爽 等, 2009)。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往往会威胁

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社会的稳定、秩序, 

安全感的丧失是应急心理中最凸显、最重要的特

征(杨菁, 杨梦婷, 2016), 对安全感的需要也是民

众行为反应的心理根源。 

3  基于民众心理需求的事件责任归因
应对 

政府等责任主体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应当关注

民众的心理需要 , 并采取相应的有效应对策略 , 

才能恢复民众安全感和组织声誉。根据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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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民众心理需要, 责任主体在应对民众责任归

因时所采用的策略可以分为违背民众心理需要的

消极应对策略和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积极应对

策略。 
3.1  消极应对策略——责任规避 

突发事件发生后, 被责任归因的组织或个人

往往会受到责备以及惩罚, 研究也发现, 对政府

的责任归因会造成民众的政府信任受损, 比如当

民众将环境问题归因于政府责任时, 他们的政府

信任会降低(Kentmen Cin, 2013)。因此, 不论是个

体、群体还是政府等组织, 可能都会倾向于避免

在事件中承担责任, 通过掩盖事件、弱化事件严

重性或否认组织与事件的关联等手段来摆脱自身

的责任, 甚至出现多方“甩锅”的现象。 
心理学研究发现, 这种责任规避行为也有其

心理动机：维持积极自我和维持道德价值。维持

积极自我是普遍存在于归因过程中的一种动机。

个体层面表现为自我服务偏向(self-serving bias), 

即对好的结果会更多的内归因, 而对不好的结果

则会做更多的外归因(郭婧 等, 2011); 群体层面

则 表 现 为 群 际 归 因 偏 向 (intergroup attribution 

bias), 指的是对于内群体的消极结果会做外归因, 

而对外群体的消极结果却往往进行内归因(马伟

军, 2009)。在突发事件中, 不论责任主体是个人还

是组织, 在受到指责时, 都会自动地倾向于维护

自 身 或 所 属 群 体 的 形 象 和 声 誉 (Coombs & 

Holladay, 2002), 并做出否认自身对事件负有责

任的行为。责任规避的另一种动机是维持道德价

值(moral value)。责任主体由于对事件的消极后果

负有责任, 而产生了内疚感, 进而威胁到了自身

的道德价值, 而为了维持道德价值, 人们会通过

将责任转移给他人或其他群体来减轻内疚感, 从

而表现为会更加强调他人的责任(Mezulis et al., 

2004; Rothschild et al., 2012)。 
责任规避的目的可能是出于维护组织声誉 , 

但却往往引起相反的效应。多方的责任推诿没有

解决民众的确定感和控制感的心理需求, 甚至与

之背道而驰, 导致民众更难以得到对事件的清晰

解释; 试图掩盖或弱化事件的严重性, 与民众通

过其他渠道获取到的信息不一致, 也会进一步加

剧民众的不确定感。而与责任规避相伴的往往是

责任主体的不作为或迟作为, 这不但无法消解民

众在突发事件中的恐慌、焦虑、难过等情绪, 反

而会激起更强的愤怒情绪, 引发更强的责任归因

动机(Small et al., 2006)。同时, 愤怒等消极情绪不

仅会使得民众更加猛烈地抨击相关组织(Coombs, 

2007), 还可能会导致对抗性的冲突或群体性事件

(Tausch & Becker, 2013; 张书维 等, 2012), 产生

更严重的社会影响。 
3.2  积极应对策略——情境危机沟通理论 

Coombs 等 人 提 出 的 情 境 危 机 沟 通 理 论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SCCT) 

(Coombs, 2006; Coombs & Holladay, 2002; Coombs, 

1998), 以责任归因为基础, 将突发事件情境分为

不同类型, 并指导企业等组织为不同的情境选择

恰当的反应策略, 以减少事件给组织带来的负面

影响(杨晨, 2017)。 
根据责任归因的程度不同, 情境危机沟通理

论将突发事件分为三类：组织责任较少的受害者

型(victim cluster), 比如自然灾害, 组织只需要提

供指导性信息 ; 组织需承担一定责任的意外型

(accidental cluster), 比如技术问题导致的意外 , 

可以使用淡化(diminish)策略, 弱化危机可能带来

的危害 ; 责任几乎全部被归于组织的可预防型

(preventable cluster), 比如人为失误造成的伤亡事

故, 就需要使用应对(deal)策略对组织形象进行重

建, 比如对受害者进行关心、提供援助或对事件

表示遗憾以及公开道歉等(Coombs, 2006)。 
情境危机沟通理论进一步指出, 事件的严重

程度和组织的过往表现也会影响民众的责任归

因：当前的危机越严重、组织过往表现越差, 公

众 认 为 组 织 承 担 的 责 任 就 越 多 (Coombs & 

Holladay, 2002)。研究也发现, 如果民众对政府持

有消极态度或有较低的信任, 可能会更倾向于要

求政府承担消极后果的责任, 而与政府关系较为

积极的民众可能会相对较少责备政府(Brown & 

White, 2010)。同时, 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中, 许多

突发事件背后有多种复杂因素, 并不能简单归入

上述某一类型中, 比如新冠病毒的出现是人力不

可控的 , 但是初期科学防控预案缺乏 (丁蕾  等 , 

2020), “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疾控体系和应急

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短板和不足” (陈冯富珍在全国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这就需要对事件

进一步细化, 从而选择恰当的应对策略。 
情境危机沟通理论对突发事件中组织的应对

给出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其中的反应策略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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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绝大多数的危机类型, 不同的组织都可以据

此对危机做出正确的反应。但该理论主要从组织

的角度出发, 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组织声誉、获取

民众对组织的信任。因此, 本研究将从民众的角

度出发 , 提出更加能够满足其心理需要的应对

建议。 
3.3  积极应对策略——突发事件不同阶段的应对

建议 

如前文所述, 在突发事件中民众进行责任归

因的心理需要主要是缓解不确定感和维持控制感, 

基于此, 在应对时首先需要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确保信息的充分透明以缓解民众的不确定感; 确

保行动的合理有序以提高民众的控制感。在此基

础上, 在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 民众的责任归因

心理需求又有所不同, 责任主体的应对策略也应

当有所侧重。 
事件发生初期：对于受到直接影响的群体 , 

事件对其安全感的冲击是全方面的, 对安全性的

关注和需求格外突出(Annang et al., 2016)。因此, 

相关组织必须首先提供必要的指导信息, 帮助他

们确立对所处环境的安全感, 比如告知民众怎样

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二次伤害, 如何对损失进行补

救等(Sturges, 1994)。对于事件的旁观者而言, 由

于获取到的信息有限, 不确定感上升, 他们迫切

需要获取到准确的事件信息(Ryan, 2018)。因此, 

组织需要及时公开已掌握的事件信息, 帮助民众

了解事件中发生了什么 , 满足认知闭合的需求 , 

从而缓解民众的不确定感。 
事件处理中：缓解民众不确定感的核心在于, 

提供事件因果关系的合理解释 (van Prooijen & 

Jostmann, 2013)。对于发生过程简单, 原因清晰的

事件, 应当在第一时间向民众公布; 对于复杂的

或重大的突发事件, 则应当基于事实和逻辑告知

民众可能的原因, 并说明调查的方案或计划。维

持民众控制感的核心在于, 确保结构性和有序性

(Landau et al., 2015), 通过体现组织的控制力, 来

补偿个体控制感的缺失(Kay et al., 2009)。因此, 

组织需要在行动和语言上做到合理、有序, 注意

公开信息的结构和条理清晰; 另一方面, 更需要

及时说明已采取的行动获得的效果, 传递组织控

制力的信息。 
事件处理后：一方面, 对于已发生的事件, 民

众需要获取到充分合理的信息来建立确定感, 如

果官方发布的信息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可能就会

造成阴谋论的扩散(Marchlewska et al., 2018)。因

此, 组织应当给出详细的事件说明, 并基于责任

大小, 进行惩罚、道歉等处理, 从而降低民众的不

确定感。另一方面, 对于未来的事件预防, 民众需

要了解是否能够实现对事件的有效控制, 包括相

关组织和个体自身。因此, 组织既要给出所做的

对于此类事件的预防措施, 也要给出个人在类似

事件中避免受到伤害的建议, 从而提高民众的控

制感。 
在突发事件情境中, 民众的责任归因不可避

免会对政府等相关组织的声誉及形象造成负面影

响。如果采用责任规避等消极应对方式, 会加剧

民众的不确定感和无控制感 , 引发更严重的后

果。但是在满足民众心理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积极

应对, 可能会有利于组织重新获取民众的信任。

从组织的利益出发, Coombs 等人的情境危机沟通

理论考虑到了多种不同的事件类型, 并对其中的

应对策略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在近二十年间为不

同组织开展危机公关提供了帮助; 但同时, 该理

论对责任归因中民众的心理需求关注较少, 其中

的部分策略(比如试图弱化危机所带来的危害)甚

至还会与民众的心理需求相冲突, 可能产生消极

后果。本研究则从民众的心理需求出发, 对事件

不同阶段的应对策略提出了可行性更高的应对建

议 ; 然而 , 上述建议也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 , 

不利于帮助商业组织更好维护自身利益, 而更适

用于政府等非营利性组织。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对突发事件中民众责任归

因的心理需求和责任主体的应对进行了理论探

讨。民众进行责任归因是出于缓解不确定感和维

持控制感的心理需要, 并表现出对信息和秩序感

的需求, 因此民众希望获取到具有解释力、明确

性和可信度的信息, 责任归因可以帮助建立对事

件确定的有序的认知, 从而获得意义补偿和安全

感。在事件处理中, 政府等责任主体应当基于民

众的心理需要, 采用恰当的应对策略：初期需要

及时提供指导性信息确立安全感, 中期应当提供

事件因果关系的合理解释缓解不确定感、确保各

项举措的结构性和有序性补偿控制感, 后期则需

要发布详尽信息实现认知闭合并做出预防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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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建议。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突发事

件中的责任归因进行研究。 
第一, 突发事件中心理需求与责任归因的关

系尚需补充整合性的实证证据。心理学视角下围

绕确定感和控制感与责任归因关系的研究许多停

留在理论论述层面, 其假设在突发事件的现实情

境中是否成立尚未得到验证。相关的实证研究大

多只是围绕少数变量之间的简单关系, 比如不确

定感与公正性(van den Bos, 2001)、控制感与“替罪

羊效应” (Rothschild et al., 2012)等, 但缺少系统、

整合性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此外, 政治心理

学的最新研究中发现, 不确定感和控制感对阴谋

论的作用也存在差异(Kofta et al., 2020)。未来可

以在实际的突发事件情境中, 围绕民众的不确定

感和控制感与责任归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第二, 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中民

众的责任归因特征与积极应对策略。尽管民众的

心理需要具有跨情境的普遍性, 但在不同的事件

中民众的责任归因动机强度和方向仍有所不同 , 

政府也应当采取差异化的应对策略(文宏, 2015)。

比如在自然灾害中, 民众的不安全感可以通过及

时有效的救灾措施来缓解, 而在生产事故中, 民

众则会更加关注对事件责任方的惩罚。因此, 在

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应对预案和指导方针的制定

中, 施政者需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心理特征, 针对

责任归因背后的心理需要, 基于确保信息的充分

透明以缓解民众的不确定感、确保行动的合理有

序以提高民众的控制感的原则, 有针对性地采取

积极应对策略。 
第三, 扩展责任归因的研究范围, 与其他社

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中的变量相联系。最直接

相关的可能是归因偏差领域的研究, 比如活动者

—观察者效应(Malle, 2006), 指的是参与者所做

的归因与观察者不同。在突发事件中民众的角色

也有亲历者和旁观者之分, 他们的责任归因可能

也是有差异的(王林松 等, 2012), 需要采取不同

的应对策略。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感还会诱发

认知和行为上的从众与服从现象 (李华强  等 , 

2009), 比如民众的责任归因可能会倾向于与舆论

中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 或被具有权威性的

机构或个人所影响, 而无法做出理性的思考和判

断。刻板印象也可能在责任归因中起一定的作用, 

比如部分民众可能对基层政府持有消极的刻板印

象,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他们会更倾向于将责任

归于政府。进一步, 责任归因还可以帮助解释中

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高于地方政府的现

象(Li, 2004; 高学德, 翟学伟, 2013; Zhang et al., 

2019)。当突发事件发生后, 一方面, 民众往往会

将责任归因于承担执行功能的地方政府(尉建文, 

谢镇荣, 2015), 这会损害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进

一步加剧对基层政府的消极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 

民众以往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也会使得民众较

少对中央政府进行责任归因。未来可以尝试将责

任归因作为解释突发事件影响政府信任、系统合

理信念等变量的中间机制。 
第四 , 未来研究应探索在中国社会背景下 , 

政府应对民众责任归因的有效策略。由于社会结

构和政治体制存在较大差异, 民众的社会心理也

存在不同的特征, 国外研究者基于西方社会文化

背景提出的如情境危机沟通理论, 仍需要结合中

国现实进行本土化改进。首先, 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民众的政府信任始终处于较高水平(马得勇, 

2007), 对执政效果的期望值也较高, 这就需要政

府在应对民众的责任归因时, 更谨慎地使用否认

或淡化策略。其次, 我国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 社

会矛盾和危机增多, 而传统的硬性执政手段已无

法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杨晨, 2017), 未来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中需要关注民众的心

理需求和提高民众的安全感。最后, 在我国突发

事件管理的行政问责制中, 地方政府负有直接责

任、上级政府掌握问责权力, 二者在应急管理思

路和行为上存在不一致, 地方政府往往会规避突

发事件的责任追究(文宏, 2015)。因此, 如何强化

政府管理的薄弱环节, 避免责任规避对政府公信

力的侵蚀, 也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予以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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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need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in public emergencies 

XIE Xiaona, ZHANG Yue, GUO Yongyu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in a public emergency is to determine its 

source and who i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Emergencies often increase individuals’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give them a sense of unpredictability about the future, thus, driving individuals to seek explanations for 

emergencies to achieve cognitive closure. Additionally, crises threaten individuals’ control, making them 

feel less influential in their outcomes, making them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order of the external world. 

Related organization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mergency should adopt appropriate response strategies to 

reshape their reputation and re-win the trust of the public. Significantly, researchers need to establish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model to supplement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psychology. Further, there is a 

need to study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various emergencies, explore effective coping strategies 

suitable to the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exam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other social-psychologic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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